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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公共服务的推动力量。 １９４９
年以来，我国公共服务体系逐渐从国家包办演进为共建共治共享，在逐步战胜绝对贫

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所蕴含的一以贯之的深层逻辑

是“把人民组织起来”，坚定地依靠人民的主体性力量，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

享有的公共服务体系。 “把人民组织起来”的公共服务体系正确处理了公平与效率、理
想与现实、统一与多样的关系，充分彰显了实践理性原则，在促进财富生产、分配公平两

个方面具有助推共同富裕的复合效应。 强化标准体系、项目体系、保障体系以健全基本

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包容、有效的治理来推动非基本公共服务提质扩容，通过强化需求

导向、集约机制以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构成了以高质量公共服务助推共同富裕

的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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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①，并强调要

“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②。 近

年来，学术界从财富生产、收入分配等方面围绕共同富裕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相

对忽视了共同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所采取的公共服务路径研究。 事实上，公共服务体系是“共
同富裕治理体系”③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共同享有丰裕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组织载体。 所以，
从历史事实出发，梳理党和国家通过发展公共服务来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历程，概括其中一以贯之

的治理逻辑，从而提出以高质量公共服务助推共同富裕的行动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历史进程：１９４９ 年以来公共服务助推共同富裕的历史梳理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始终坚持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谋

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把公共服务作为减贫脱贫、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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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追求共同富裕所面临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不同，作为共同富裕助推器的公共服务体

系的具体形态也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发展演进的基本脉络是从国家包办走向共建共治

共享。
改革开放以前，公共服务体系主要采用国家包办的方式来运作。 在城市，国家包办主要是单

位制的公共服务供给。 即城市居民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养老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产品，主要由

居民所在的单位来承担。 单位既是城市居民经济收入的来源渠道，也是国家进行资源分配和福

利保障的组织形式。 在农村，国家包办则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 生产队不

仅是最基本的生产、消费和分配单元，而且是集体承担民生保障的公共服务单元。 城市的单位制

和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是“一个相对简单、平均主义和国家包办（配给制）的公共服务体系”①。
国家包办的方式是我国以公共服务助推共同富裕的初步探索。 在资源极其匮乏的情况下，

国家通过有效的社会整合，将一切社会力量吸纳进入共同体，使得基础性卫生、教育等服务网络

从无到有，建制化地在一个大国范围内实行了完全覆盖。 例如，在田间地头为农民提供基础卫生

保健服务的“赤脚医生”，在乡村学校坚守“一个都不能少”的“民办教师”，等等。 这些举措为全

体人民摆脱贫穷、避免两极分化提供了重要的公共服务支撑。 然而，由于未能建立责权利明晰合

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国家包办并未充分释放公共服务的助推力量。
首先，从责任分担来看，国家承担无限的全部责任，公共服务几乎完全成为免费的“福利”，

这既导致了筹资渠道单一，又在某些领域存在过度消费公共服务的“公有地悲剧”。 其次，从权

力运作来看，行政权力对公共服务生产统得过多、统得过死，难以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多样需

求。 最后，从利益分配来看，城市与乡村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公共服务供给存在制度壁垒，供
给渠道碎片化，导致供给效率低下。 “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但不是

说党和国家要大包大揽。”②为了更好地释放公共服务的助推力量，必须以理性确定政府的责任

范围和履责方式为基础，确定各个方面的责权利关系，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推动公共服务的

责任共建、权力共治和利益共享。
在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的中心任务是“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③。 作为改革的

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就是“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

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④：其一是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并通过属地

化原则强化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责任。 其二是积极采用社会化手段来激发社会活力实

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 其三是运用市场化手段来提升公共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给效率。
进入新世纪，随着科学发展观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社会建设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公共服务来保障公民权利、协调社会关系、增进社

会和谐在政府职能结构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而且，随着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物质财

富的积累，中央政府逐渐具有了相应的财力通过转移支付方式支持财力不足的地域来发展公

共服务。 种种因素促成了中国政府逐步推动了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

务改革发展。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是“各地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⑤，也是“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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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①，是增进城乡间、区域间和群体间共同富裕的政策载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②，“将公共

服务优质共享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③，采取有力措施聚焦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时代需求，着力解决公共服务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 “十二五”期间，国家明确把建立

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作为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安排、加快构建再分配调节机制的重大任

务，并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和任务紧密衔接④。 到“十三五”末期，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方面持续取得新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总体实现。
过去十年，公共服务助推精准扶贫、全面脱贫、共同富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一方面，基本公

共服务供给在城乡区域人群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 通过“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

全覆盖”⑤，并以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制度、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作为行动规则，有力地推动了基本公

共服务资源的均等化。 另一方面，保障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财政能力全面提升。 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安排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支出持续增加，２０２０ 年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重点公共服

务领域的公共支出占到了 ＧＤＰ 的 ２０％ ⑥。 以较强保障能力为支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极大

地促进了民生改善。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１０. ８ 年，义务教育普及程

度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

数 １３. ６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９. ９９ 亿人。 ２０１９ 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７７. ３ 岁，主要

健康指标已经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建成世界最大住房保障体系，帮助 ２ 亿多城

镇困难群众改善了住房条件。⑦

二、深层逻辑：“把人民组织起来”的公共服务体系

回顾我国公共服务助推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其中蕴含着相互贯通的历史逻辑，即“把人民

组织起来”⑧，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公共服务体系，使“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

共同富裕”⑨。 “把人民组织起来”的公共服务体系，以人民为中心、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党的全面

领导为保障，展现出明显的实践理性，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明显的助推效应。
（一）“把人民组织起来”的公共服务体系的本质属性

人民性是“把人民组织起来”的公共服务体系的本质属性。 新中国“把人民组织起来”的公

共服务体系是革命战争时期群众动员机制的延续，也是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服务积贫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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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凋敝局面时的现实选择。 因为，“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

来”①。 更为重要的是，“把人民组织起来”的公共服务体系始终坚持人民性的底色，是以人民为

中心的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 即，坚定地依靠人民的主体性力量，坚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不
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②。
一方面，公共服务的发展需要“把人民组织起来”。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 他们可以

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

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③另一方面，党和国家通过庄严的政治承诺引领稳定的社会预期，通过集

中统一的权力机制主导公共资源的权威性分配，通过有效的利益诱导机制来激发民众的积极性，
将社会成员由“一个个马铃薯”集成为“一袋马铃薯”④结构，从而使得公共服务治理共同体由可

欲走向可及。
“把人民组织起来”的公共服务体系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其一是共同性。 它不是一个

阶层榨取另一个阶层的“虚假的共同体”，而是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真正的共同

体”⑤。 其二是具体性。 人民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人民赖以生活、生产和发展的公共服务产品

是具体的。 公共服务体系努力回应具体人民的具体公共服务需求，通过合理组织结构和技术提

供符合民意的公共服务产品。 其三是发展性。 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主体性意识，是一个从萌

芽、扩散到不断强化的认知发展过程。 公共服务体系的组织网络是一个由简单到丰富、由松散到

紧密的发展过程。
（二）“把人民组织起来”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实践理性

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发展实践，遵循着向善、正当和有效三个方面的实践理性原则：以
“善”的目标凝聚最广泛的社会共识，号召最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方式选

择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规范，保障公共服务治理的正当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确

立公共服务的治理路径，保障公共服务治理的有效性。 以历史的长镜头观之，“把人民组织起

来”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实践理性集中体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⑥。 公平

是中国公共服务治理的根本价值准则：其一是权利公平，保障每个社会成员享有教育、就业、医
疗、养老和社会保障等各项公共服务的权利资格。 其二是机会公平，在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状况和

财政负担能力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有序地提升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不断为权利公平得以平等实现

夯实基础，保障每个成员享有大致相同的平等参与和发展机会。 其三是规则公平，中国公共服务

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保障了公共服务

规则制定、执行、监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了公共服务规则面前的人人平等，不因民族、种
族、年龄、职业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效率对公平具有“基础性作用”⑦，公共服务的效率以保障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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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通过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社会协同效率、传输效率而实现。
首先，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是并不纯粹技术性时效，而是以政府财政为投入、以民生福祉

改善为产出的比值而生成的社会效率。 基于这一社会效率标准的理性权衡，兜底民生保障成为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重心。 一方面，依据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确定纳

入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体系予以普及化、均等化的具体公共服务项目。 另一方面，在既定的财政汲

取能力约束下，按照兜住民生底线、保障基本民生的总体要求，合理定位纳入政府普及化均等化

体系公共服务项目供给的水平层次。
其次，在我国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治理主体体系中，社会协同效率是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

力量与政府功能作用的耦合度、对政府需求的回应速度。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国家制度的

一项显著优势。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主要是运用行政权力将社会力量予以整合，将社会团体的功

能明确为“协助人民政府进行经济、文化、国防等各项建设”①，从而保障政社双方的功能耦合，并
通过主管部门与社会团体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保障社会团体对政府需求的回应性。 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注重采取市场机制来激发社会活力，让公共服务生产要素充分涌流，让要素的活力竞

相迸发。 这样，在不断坚持政府主导地位、完善主导方式的基础上，“以‘有效市场 ＋ 有为政府’
的模式实现了‘新型举国体制’的双重优势”②。

最后，传输是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传输效率是公共服务供给对需求的匹配程度、响应

速度。 从打破山川隔阻的交通线，到惠及偏远地域的服务点；从“家门口”的工作站，到“手头上”
的 ＡＰＰ 等等，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公共服务现象背后，都有着共同的内核：提高传输效率，使公共

服务精准、及时地回应社会需求。 我国公共服务传输主要通过“科层输送”、“合作输送”、“信息

输送”③而构成网络化的高效率传输渠道，极大地提升了群众的便利程度和公共服务项目的普及

程度。 近年来，党和国家着力推动公共服务资源下沉、服务重心下移的行动策略，扎根基层、贴近

群众，极大地提升了传输效率，缩减了困难群众与公共服务项目之间的“制度距离”④，从精准性

和时效性两个方面提升了公共服务助推共同富裕的效力。
第二，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也是在发展中不断呈现和凸显的社会现实。 在我国公共服务的发展和改革中，将价值理想与现

实国情、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国家力所能及、财力所能为的范围内不断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立足现实，立足于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依据

客观规律来运作公共服务的生产、分配和传输，不断为实现共同富裕发挥助推效应。 “保障和改

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⑤。 从告别“一穷二白”、解决温饱问题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在发展中不断彰显，公共服务在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展现出

愈发蓬勃的助推力量。
在公共服务治理中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是我国国家治理实践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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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仅具有层次性，而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层次跃迁的演

进特征。 其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必须合理定位公共服务的福利水平。
“既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加大保障民生力度，也不要脱离财力作难以兑现的承诺”①。 其

三，公共服务供给必须理性厘清政府与群众的责任关系，高层次、差异化公共服务的共享必须以

共建为基础，才能避免“公有地悲剧”“搭便车”等集体行动困境。 总之，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国
家必须在给定的财力范围内，在集中力量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生存发展需要的基础上，才能积极

创造条件去满足更高层次的多样公共服务需求。
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关系的实践理性，集中体现为对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合

理区分和分类施策。 按照我国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基本公共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服务之间是覆

盖范围和需求层次的差别：前者主要是保障全体人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要，后者则是满足部分群

众的更高层次需求。 因此，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中分别承担的是兜底保障责

任和提升支持责任。 基于现实条件的考量，兜底保障责任必然处于优先的位置，履行兜底保障责

任的服务项目和内容必然获得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
历史地看，基本公共服务、非基本公共服务之间的边界是动态变化的，由二者共同构成的公

共服务整体的水平和质量，对共同富裕助推能力，也是稳步有序提升的。 改革开放以前，在资源

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党和国家首先需要保障的是“推广卫生医药事业”“普及教育”②等人民急需

的基础性公共服务，构成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事业的先声”③。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

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日益拓展，从“十二五”期间的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

等 ８ 个类别，进一步扩展细化为“十四五”时期的 ９ 个大类、２１ 个子项。 正是在基本公共服务、非
基本公共服务边界的动态调整中，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拓展、标准提升，非基本公共服务逐渐提质

扩容，“兜底保障”和“发展支持”两种政策工具形成了协同作用，共同助推了共同富裕。
由于合理确定基本与非基本公共服务之间的边界，“既满足了现实需要，又保留了理想空

间”④。 这就使得我国公共服务助推共同富裕过程中，有效地解决了福利刚性问题，规避了“福利

陷阱”。 “过度福利化，用过度承诺讨好民众，结果导致效率低下、增长停滞、通货膨胀，收入分配

最终反而恶化。”⑤这也有利于在我国的公共服务运行中建构起政府、社会和公民的合理责任关

系，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责权利结构。 由此，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体系，既回应了群众呼声，统筹

各渠道资源，稳妥有序提升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又合理引导了社会预期，不吊高胃口、不过度承

诺，有助于共同富裕的理想追求呈现为不断发展和实现的社会事实。
第三，正确处理统一与多样的关系。 在一个大国范围内实施公共服务治理不可能“一刀

切”，必然会存在着多样的地域实践和探索。 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我国存在着集中连片式分布

的公共服务资源的薄弱地带。 就局部的省域、市域、县域而言，公共服务资源分布的薄弱地带又

分散插花式存在于这些地域的“边缘”，例如城中村、城乡接合部等等。 因此，我国的公共服务治

理更加容易遇到“一个中心化的国家如何把去中心化纳入到自己的管辖之下”⑥的难题，也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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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需要切实有效地保障多样化探索始终聚合于统一的行动方向。 在我国公共服务助推共同富裕

的道路上，正确处理统一与多样的关系，实质上是坚持统筹兼顾原则：按照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

从上级的原则，坚持统一的政令和标准来保证“统”得住；全面兼顾地运筹，调动中央和地方、上
级和下级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来保证“统”得好。

之所以能够贯彻统筹兼顾原则，最根本的是由于党的全面领导为公共服务资源“统”得住、
“统”得好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从宏观层面来看，党的全面领导建基于党在国家、地方和部

门的政治和组织领导机制之上，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能，有效地推动了公共服务资源在属地管理

与部门管理之间的协调，从而保障了“统”得住。 这种协调以“对口帮扶”、“定点扶贫”等形式而

存在，推动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政府之间的合理流动，是先富帮后富、逐
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 从微观层面来看，基层党组织是基层社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主

导性力量。 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有利于把基层群众参与公共服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动员起

来、组织起来，有利于把村庄、社区的公共服务资源予以有效整合。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保障基

层公共服务资源“统”得好，使公共服务契合基层社会追求共同富裕具体需求的组织基础。
信息技术在公共服务领域广泛运用，为提升统筹兼顾的效力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信息

技术为政府运作的公共服务资源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公共服务平台提供了技术可能，公共服务资

源的平台化运作趋势愈发明显。 由此，技术赋能使得运作公共服务资源的政府成为平台化运转

的整体性政府，在技术上弥补了科层制条块分割所引致的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分异缺陷。 技术

赋能使得政府对公共服务资源的统筹，“统”得更加全面、“筹”得更加精细。 公共服务资源的平

台化实质上是中心性服务机构与分布式服务机构之间的功能分化与耦合的关系。 中心性机构主

要承担对分布式机构的支持功能、高复杂性服务的直接操作功能。 分布式机构主要承担对高复

杂性服务的反馈功能、低复杂性服务的直接操作功能。 在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下，中心性服务机构与分布式服务机构之间呈现出了越来越明显的人员协作、资源联结作用，例
如基础教育中的“集团化办学”、文化馆图书馆的“总分馆制”、医疗卫生领域的“分级诊疗”
等等。

（三）“把人民组织起来”的公共服务体系助推共同富裕的复合效应

共同富裕必须基于“富裕”内核，并符合富裕的“共同”原则。 物质财富的充分生产是共同富

裕的物质基础，而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是共同富裕的关键，“直接关系着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与

否”①。 “把人民组织起来”的公共服务体系，在促进社会财富的充分生产和公平分配两个方面，
具有助推共同富裕的复合效应。

一方面，“公共服务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逻辑”②，不仅生产社会财富而且保障促进社

会财富生产。 “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起指挥作用的企

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将工作分配给共同体的各个成员。”③“组织起来”的公共服务部门的劳

动者是“总体工人”“社会结合工人”④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的劳动构成了国民经济运行的基

础性因素，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重要源泉。 中国公共服务部门所生产的社会财富，是面

向全社会公平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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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对于社会财富的生产具有保障促进作用。 首先，公共服务通过促进社会分工来促

进社会财富生产。 例如，“两不愁三保障”降低了农村贫困人口参与社会分工的成本，降低了社

会分工的风险，从而提升了他们参与社会分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其次，公共服务通过培育人力

资本来促进社会财富生产。 公共服务为劳动者提供的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相关服务，提升劳

动者的劳动技能、健康水平，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劳动生产率。 最后，“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能够

减轻居民个人的公共服务支出压力”①，有利于诱导居民消费其他的产品和服务， 通过拉动有效

需求来促进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公共服务对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同样具有促进功能。 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困

境，取得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说明，公共服务体系是“救济式扶贫、福利式扶

贫、开发式扶贫、赋权式扶贫多重方式叠加的贫困治理体系”②的重要组成部分。 “村村通”等向

薄弱地区倾斜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增加这些地区的就业机会，而且有利于改善

困难群体的发展条件。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民生兜底手段，通过直接给予困难群体各类保障和

救助，直接而且快速地促进他们经济收入和生活状况的改善。 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赋能”贫
困人口，提升了他们自我生存发展的能力，具有十分长效的减贫效果。 总之，我国公共服务寓

经济扶助、能力赋予、权利救济于一体，兼具输血与造血功能，具有“多维减贫效应”③、促进公

平分配功能。
首先，政府用于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通过转移支付方式重点向困难地区和群众倾斜，实质

是政府对各要素的实际收入进行重新分配。 城乡间、地区间、人群间的非生产性转移，有利于改

善业已形成的初次分配格局，矫正初次分配的不公平，从而使收入分配最终的整体结果更具公正

性。 其次，作为公共服务的配套，生活服务就业门槛低，吸纳就业人员规模庞大。 公共服务的发

展必然助推生活服务的生产和需求，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利于实现多劳

多得、勤劳致富，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最后，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补充，通过

第三次分配引导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是促进公平正义

的重要途径。 而且，相比初次分配、二次分配，由第三次分配驱动的公共服务，在关爱、补给、救援

低收入人群方面具有“靶向性”④功能优势。

三、发展趋向：以高质量公共服务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把人民组织起来”的公共服务体系之所以好，是因为在促进财富生产、分配公平两个方面

助推了共同富裕，而“把人民组织起来”的公共服务体系之所以行，是由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正确处理了公平与效率、理想与现实、统一与多样的关系。 随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国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一是基本公共服务仍然存在短板弱项，区
域、城乡、人群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还有提升的空间；二是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优
质资源总体短缺，在扩供给促普惠还需要下更大功夫；三是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机制不尽完善，
设施布局与需求分布匹配不够，服务效能有待提高。 面对这些突出问题，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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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①，为未来

我国以高质量公共服务助推共同富裕擘画了明确的发展趋向。
（一）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政府履行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责任，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 因此，必须坚持以

促进机会均等为核心，通过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项目体系和保障体系，进一步推动

实现全体人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第一，通过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制度

刚性。 目前，我国已经发布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２０２１ 年版）》，各地也相继制定本地区基

本公共服务具体实施标准，并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规范充分衔接。 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是对人民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内容、方式及其程度的制度规定，有利于各地方政府对标对表、查
漏补缺，并进一步细化充实符合地区实际的服务标准和流程，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在全国范围内实

现刚性的标准统一。 下一步要在养老、医疗等重点领域实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工程，通过行业

标准的建立与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形成配套。 同时，要加强对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施情

况的监测预警，强化实施效果反馈和达标情况控制，确保标准落地落实。
第二，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体系，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 首先，进一步完善基本

养老服务项目。 为适应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和老龄人口高龄化所带来的失能失智人口逐渐增多

的趋势，既有养老助老项目有必要在老年人健康管理、福利补贴的基础上，增设失能失智老人扶

助照护项目。 这一项目中，国家的责任是“扶助”，照护的责任主体仍然是家庭。 其次，通过进一

步完善生育养育服务项目，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在强化现有优孕

优生服务、儿童健康服务、儿童关爱服务等项目的基础上，加大对学前教育幼儿的资助力度，逐步

扩大资助范围，逐步实现学前教育助学服务从特殊群体福利向普遍性福利的转变。 最后，直面数

字化时代人们了解、接近、使用基本公共服务可能面临的信息鸿沟，公共服务项目的展开应强化

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之间的包容性，并针对一部分数字“弱势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技能培训、
心理培育。

第三，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体系。 一是建立健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协调机制，强化省级政府在推进省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统筹职能，以县为统筹对象，以县

级政府作为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接点”②，推动省自上而下适度向县下放公共服务资源

调配权力，推动群众自下而上参与县域公共服务生产。 二是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统筹整

合机制。 推动地区与地区之间形成定向援助、对口支援等长效机制。 逐步降低基本公共服务分配

的户籍关联度，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以流入地为主。 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

制，推动公共服务资源由按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转变。 三是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

务资源向基层下沉的人力保障机制。 坚持以社区治理为重点，优化编制资源配置，健全培训机制，
完善基层公共服务人员工资待遇、职称评定、社会保障等激励政策，配齐建强基层公共服务队伍。

（二）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质扩容

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人民群众对非基本公共服务的消费需求迅速扩大，与非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不足形成突出矛盾。 非基本公共服务的提质扩容，有助于实现基于个人选择的需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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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从而减轻政府负担，有助于共同富裕能够在更高的层次获得持续性的助推动力。 所以，必须紧

紧围绕养老、托育、教育、医疗等供需矛盾突出的领域，运用合适的政策工具，引导、鼓励和支持社

会力量参与非基本公共服务生产，实现优质公共服务总量扩张，并通过审慎监管，提升非基本公

共服务的普惠性、规范性，以价格可承受、质量有保障为标准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

求。 包容、有效的非基本公共服务治理是实现非基本公共服务提质扩容的关键。
一方面，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治理包容性，实现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总

量扩容。 当前，我国直接登记范围内的社会服务机构的直接登记改革仍处于稳妥审慎探索阶段，
而且已经登记的养老等社会服务机构在市域范围内设立多个服务网点仍然面临严格的前置审

查，规模化、连锁化、品牌化运营面临制度瓶颈。 迫切需要进一步放宽准入，来激发社会活力。 从

降低运营成本来看，需要进一步统筹用好税收、土地、金融等多种支持工具，充分盘活存量设施资

源，低价甚至是无偿提供给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帮助其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运营效率。
另一方面，进一步在强力政府规制与全面社会监督之间形成合力，提升治理的有效性，提升

非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 非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集中体现为价格普惠，即供给主体提供非

基本公共服务的价格与当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相适应。 要遏制过度逐利行为，需要提升治理的

有效性，在质量监管的基础上理顺公共服务价格。 一方面要从完善制度、技术赋能、队伍建设等

要素提升政府监管能力，从提升供给主体违规行为面临的处罚成本强化政府监管的效力。 另一

方面，要注重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推行服务承诺和服务公约制度，健全第三方公共服务机构评审

评价体系，推广服务质量社会监督员制度，拓展公众参与监督的渠道。
（三）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的合理程度，直接影响了公共服务的地域均衡性、地理可及性和使用

便利性，对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共同富裕有着深远意义。 当前，我国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不尽

合理之处，主要表现为大型综合性设施使用中的“拥堵”，成为人们扎堆的“堵点”、进入的“难
点”、体验的“痛点”，而小型操作性设施利用不足。 例如，养老设施的“‘一床难求’和‘床位闲

置’的悖论”①，残疾人无障碍设施的“建而无用”与“无处使用”并存②，大医院的人满为患与乡镇

卫生院的门可罗雀并存，等等，都是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不合理的具体表现。 造成这一问题的

根源，是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相对忽视了需求人群的社会特质、忽视了公共服务设施运行应有的

集约性特点。
优化空间布局的总体思路，要在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选址中将需求人口数量与需求人群的

特质结合起来，通过合理控制公共服务设施规模，强化大型综合性设施与小型操作性设施的协同

关系，提升公共服务设施的集约性。 一方面，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和选址应贴近服务需求的人

群，服务半径应与服务需求的人群的数量、年龄结构、活动特点等因素有机衔接，并因地制宜地布

局固定服务设施和流动服务设施。 另一方面，通过对大型综合性设施与小型操作性设施两类设

施所属机构的责、权、利关系予以有效规范，降低因责任推诿、权力模糊、利益竞争而带来的效用

耗散，从而引导资源流动、约束行为选择、协调互动关系，推动优质资源的共建共治共享。

作者：苏曦凌，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５４１００４）
（责任编辑：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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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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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ｕ Ｘｉｌｉｎｇ（１０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ｗｅ ｍｕｓｔ ａｔｔａｃｈ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４９，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ｓｔａｔｅ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ａ ｃ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ｄｅｅｐ ｌｏｇｉｃ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ｉｔ ｉｓ ｔｏ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ｉｒｍｌｙ ｒ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ａｔ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ｈａｓ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ｅｎｊｏｙｓ．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ｄｅ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ｄｅ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ｕｌｌ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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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ｂａｓ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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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Ｔｈｉ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ｉｔｓ ｏｗ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ｅ ｒｉｃｈ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ｕ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ｘｉ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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